
 

“大同学”和《礼运注》 

汤仁泽 

 

“大同”在《礼记•礼运》中，有着比较具体的描述，它为历来儒家所信奉，

并视为理想的社会境界。 

戊戌变法以前，康有为《礼运》作注，还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，说是

“凡汉、唐、宋、明，不别其治乱兴衰，总总皆小康之世也”。 

儒家“大同学”和孔子有无关系？康有为又为什么要为讲述“大同” 的

《礼运》作注？这是本文准备探究的问题。 

一 

“大同”一词,在我国古籍中屡有所见,如《庄子·在宥》篇说：“大同乎涬溟”

《吕氏春秋·有始》篇说：“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,此之谓大同”。晋人依托的

《列子·黄帝》篇说：“子夏曰： ‘以商所闻夫子之言,和者大同于物,物无得伤

阂者'”。它们所说的“大同”,似指“同化”、“同一”、“与天地一体”。而解

释得最具体,并推演由“小康”进入“大同”的,则为《礼记·礼运》篇。《礼运》

称： 

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

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,男

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

为己.: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不闭。是谓大同。 

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

为礼，城郭沟池以为固,礼义以为纪,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.以和

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贤勇智,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；

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,未有不谨于札者

也。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,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；如有不由此者,在

执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小康。” 



这样,便有了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的说解,并将中国古代的禹、汤、文、武、

成王、周公为：“小康之选”。又因《礼运》一开始就说：“昔者仲尼与于蜡

宾,事毕,出游于观之上,喟然而叹”。又“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

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”所以把“大同”说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所发明。尽管也有人

对上述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是否为“孔子之言”存有怀疑.金日元陈澔《〈礼记〉

集说》认为:“此篇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及阴阳造化流通之理,疑出子游门人之所

记,间有格言,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说,则非夫子之言也。” 但子游也是孔子的门

人。在孔子的言论中,也不乏赞美“大同”的语句和颂扬“大同”之境的尧舜的

词文。 

孔子赞扬尧：“大哉,尧之为君也!巍巍乎,唯天为大,唯尧则之.荡荡乎,民

无能名焉。巍巍乎,其有成功也。焕乎,其有文章。”巍巍乎,舜、禹之有天下也,

而不与焉。”古代“圣王”虽然有了天下,但不敢有君天下之心,不为有天下而

乐,只是名有天下,而实公天下。孔子也曾提到平等、公同的话语,如说:“闻有

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 

孔子曾与颜渊、子路讨论各自的志向,“子曰:‘盍各言尔志?'子路曰： ‘愿

车马衣裘与朋友共,敝之而无憾。'颜渊曰：‘愿无伐善,无施劳。'子路曰:‘愿闻

子之志'。子曰:‘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'"与《礼运》谈“大同”的语

句也很相似。“老者养之以安,朋友与之以信,少者怀之以恩,此明大同之道,乃孔

门微言也。⋯⋯盖孔子之志在大同之道,不能行于时,欲与二三子行之。子路愿与

人同其财物,故以车马衣裘与人共,‘货恶弃地,不必藏于己'也。颜子愿与人同其

劳苦,所谓‘力恶其不出于身,不必为己'也。孔子与人如同体、同胞、同气,所谓‘天

下为公,不独亲其亲,子其子,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'也,使普天下人,各

得其欲,各得其所。三者虽有精粗小大,而其志在大同则一也。大同者,孔、门之

归宿。” 

这样,“大同”就成为儒家所信奉,并以尧、舜“公天下”为“大同”;以夏、

商、周“家天下”为“小康”。 

夏、商、周三代距孔子时代较远,孔子说：“夏礼否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；殷



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,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徵之矣。”当时周代的政治

制度还比较清楚,所以孔子又说：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。”孔子生

活的时代正当东周后半期,已是周衰鲁弱、诸候并立争雄, 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

",出现了“礼崩乐坏”,“礼乐征伐自诸候出"的时代。孔子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

乐的周公,想复兴周道,保持并加强周天子的权力。孔子又苦于无从发挥自己的政

治抱负,不但大道之行之“大同"成为泡影,就是“天下为家”的“小康”也不可

及,因而啃然长叹道: “久矣,吾不复梦见周公!” 

“大同”社会以“公天下”,反对“家天下”孔子则开了儒家尊公轻私的先

河。孔子强调要做到“绝四”：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。无私无家是实现

公的前提, “公则说(悦)”。 

儒家要实现“大同”理想,提倡由个人做起,再者有计划、有步骤、循序而

进地去实现。“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

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因治而后天下平。” 

由内修到外修,由修己到治人,由治人到治国,逐步前进,最终通往理想社

会。如人人都能做到,就可逐步向往“大同”。所以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

以修身为本,其本乱而末治者,否矣。” 

“天下为公”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秦汉以后的儒家不断宣

扬、发展这一思想,以天下为己任,国家民族利益置于首位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

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流芳百世,无私就是货“不必藏于己”，力“不必为己”。 

尧、舜“公天下"为“大同”夏、商、周"家天下"为“小康”，历来儒家对

此有多种阐解。到了近代,康有为又专门为《礼运》作注,把《礼运》的“大同”、

“小康”和《公羊》“三世”说相结合,挥发了系统的“大同”三世说,为他的变

法维新事业服务。 

二 

康有为为什么写《礼运注》，《礼运注》又是在什么情况下、什么时候撰写

的？ 

康有为在《礼运注》的《自序》中说： 



“窃哀今世之病，搜得孔子旧方，不揣患妄,窃用发明,公诸天下,庶

几中国有廖,而大地群生俱起乎?其诸好学高识之君子,有以正之。孔子二

千四百三十五年,即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,康有为叙。” 

康有为把《礼运注》的成书年代,系在光绪十年甲申,即1884年。这是康有为倒填

年月,他是不可能于1884年即有《礼运注》的,因为： 

一、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光绪十年,二十七岁记：是年“秋冬独居一楼,万缘

澄绝,俯读仰思。⋯⋯悟大小齐同之理。”没有提到注释《礼运》。次年，“从

事算学,以几何著《人类公理》”。到了光绪十三年仍说：“是岁编《人类公理》,

游思诸天之故,则书之而无穷也,作内、外篇。”当时,康有为对《礼运》“大同”

还未深究。 

《礼运注》的《自序》中说：“既乃去古学之伪,而求之今文学”。查康有

为运用今文经学议论政事,则是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，受了廖平启示之后的事,

不可能在此以前即已撰有《礼运注》。《自编年谱》称:“(1888年)发古文经之

伪,明今学之正。”与《礼运注》自序所说：“去古学之伪,而求之今文学。”是

一致的,说他注《礼运》是受了今文经学影响之后,这倒是真话,露出了他倒填成

书年月的迹象。 

二、康有为早年讲学著作有《长兴学记》、《桂学答问》,两书分别撰于1891

年和1894年,但《长兴学记》的《论学》、《纪经》、《礼六艺之学》诸篇,都没

有提到《礼运》。《桂学答问》介绍应读书籍,也只提《公羊》何休注、《春秋

繁露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白虎通》,没有提到《礼运》。就是在介绍大、

小戴《记》时,还没有突出《礼运》。既然,康有为在1891年长兴讲学,以至1894

年“游于桂林”时,都没有注意《礼运》,那么,也不可能在此以前即已为《礼运》

作注。 

三、从康有为的思想演变来看,他在1884年前不可能已经为《礼运》作注。 

康有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,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,深受儒家思想

的熏陶。十九岁时“乡试不售,愤学业之无成”，从粤中大儒朱九江（次琦）受

“济人经世”之学，“日读宋儒书及经说、小学、史学、掌故词章,兼综而并骛,

日读书以寸记”。旋即“以日埋古纸堆中,汩其灵明,渐厌之。日有新思,思考据



家,著书满家,如戴东原,究复何用?因弃之,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。”于是“闭

门谢友朋,静坐养心”。二十二岁那年,与在京任职的张鼎华（延秋）相晤,从而

“尽知京朝风气,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”，“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,专意养心,

既念民生艰难,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。” 

康有为从师或离师自学,所治学问,都不外乎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学问，“乃

哀物悼世,以经营天下为志,则时时取《周礼·王制》、《太平经国书》、《文献

通考》、《经世文编》⋯⋯”，终日徘徊在古籍之中。 

二十二岁时,康有为“薄游香港”，视野豁然开朗。他所见到的“古书之夷

狄”不再是野蛮、愚昧之邦，“览西人宫室之环丽、道路之整洁,巡捕之严密,乃

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。”以后又游览了上海，“及道香港、上海,见西人殖民政

治之完整,属地如此,本国之更进可知。因思其所以致此者,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

本原。”还购得许多西书译本,仔细研读，“自是于其学力中,别开一境界。”开

始探索西方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,走上向西方寻找真

理的道路。 

据《自编年谱》记载,康有为在《人类公理》中已孕有大同理想。他想望能

有一个象周公那样的人,帮助光绪皇帝变法维新,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。但是由

于第一次上书受挫,没有达到目的,使他想到还得从传统儒学中摄取力量,从而于

1889年至1890年间和廖平相晤以后,受到廖平的影响，“明今学之正”。于1891

年发表《新学伪经考》,此后又从事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撰述。把《公羊》“三世”

和《礼运》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相糅合,形成一套大同思想(见后)。在此以前,康

有为不可能已经为《礼运》作注。 

如果把《礼运注》与《孔子改制考》相校,可以看出其中有相近相似处,如《礼

运注》说: 

 “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皆小康之道”。 

“孔子以民主之治,祖述尧、舜、君子之治,宪章文、武”。 

《孔子改制考》则说: 

   “尧、舜为民主,为太平世,为人通之世。⋯⋯孔子据乱、升平,托文



王以行君主之行政,尤注意太平,托尧、舜以行民主之太平。” 

《孔子改制考》中提到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，与《礼运注》基本相同,从康

有为的思想发展以及《礼运注》的内涵来看,《礼运注》应撰于1888年上书不达

以后,1889年至1890年与廖平相晤以后,1891年长兴讲学、1894年桂林讲学以后,

又在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,与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撰期应该相近,后来又经修改。至

于《礼运注》自叙所说的1884年已撰有此书,是不可能的,是倒填了成书年月。 

三 

 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《礼运注》,《礼运注》的“大同”蓝图又是怎样呢? 

康有为是尊奉孔子，“托古改制”的。他以孔子为“制法之王,所谓素王。”

他想借用孔子儒经实行他的维新大业。在“明今学之正”以后,塑造出“托古改

制”的孔子,以对抗“述而不作”的孔子,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,演为维新改制者。

把二千多年来儒家向往的“大同”加以推演,从而为《礼运》作注,并以《公羊》

“三世”和《礼运》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相糅,制造了一套“大同”三世说。 

今文经学主张“变”，康有为就屡次引用《易经》的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

久”。以及《论语》的“齐一变,至于鲁;鲁一变,至于道”。说明政治制度是可

以变革的,只有变革,才可以“通”、“久”才可以“至于道”。今文经学中还有

不少“非常可怪”之论。 

西汉今文大师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,把春秋大义归纳为“六科”和“十

指”。徐彦《春秋公羊传疏》中说：“春秋设三科九旨”。“科”是微言大义的

纲领,“旨”是其中的要旨。三科分别是“存三统”,“张三世”,“异内外”。

每科又有三旨。“存三统”中的三旨是：“新周、故宋、以春秋当新王。”“张

三世”中的三旨是:“所见异辞,所闻异辞,所传闻异辞”。“异内外”中的三旨

是:“内其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”。董仲舒更加详细地解释了“存三统”

和“张三世”。他说:“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,时正黑统、王鲁、尚黑,绌夏、

亲周、故宋,乐宜亲招武,故以虞录亲,乐制宜商,合伯子男为一等”。此即所谓的

“存三统”。又说：“春秋分十二世,以为三等：有见,有闻,有传闻。有见三世,

有闻四世,有传闻五世。”此即所谓的“张三世”。 



“三统”是说每个朝代都有一个“统”,“统”是受之于天的,旧王朝违背天

命,便由新王朝“承应天命”取而代之。新王朝必须“改正朔,易服色”。按照“黑

统”、“自统”、“赤统”三个“统”的循环,更替朝代。 

春秋是继周代“赤统”之后,为“黑统”,所以“尚黑”。董仲舒认为,新王

朝建立之后,必须封前二个王朝的后代为王。周初曾封夏朝的后代于杞,封殷商的

后代于宋。春秋既为"新王",往上推,第三个王朝夏的后代杞就不能称王了,所以

说“绌夏”。往上推第二个王朝商的后代宋,与当时的春秋相隔一朝,春秋封其后

人,所以说"故宋"。春秋继周而立,也封其后人,所以说“亲周”。公羊学家利用

“三统”说来说明王朝的更替,各有因革损益,有继承有革新,不是不变的。 

“三世”是分鲁国十二世为三阶段,由于孔子“所见”的，“所闻”的，“所

传闻”的时间远近不同,孔子对“三世”中所发生之事在感情上就有差别,所以“书

法上”也各异。董仲舒说：“于所见,微其辞；于所闻,痛其祸;于传闻,杀其恩。

与情俱也”。董仲舒又说：“义不讪上,智不危身;故远者以义讳,近者以智畏,畏

与义兼,则世逾近,而言逾谨矣。”公羊学家从“义”和“智”的《春秋》“书法”

中探索“微言大义”。 

东汉何休把“传闯世”称为“衰乱”；“所闻世”称为“升平”；“所见世”

称为“太平”，变成了“衰乱”、“升平”、“太平”的“三世”说。把历史划

分为三个依次发展、进化的阶段,而且是愈发展愈进步。“于所传闻之世,见治起

于衰乱之中,用心尚粗接触觕。故内其国而外诸夏,先详内而后治外。⋯⋯于所闻

之世,见治升平,内诸夏而外夷狄。⋯⋯至所见之世,著治太平,夷狄进于爵,天下

远近大小若一。”这段注疏可看出何休把历史的发展规律说成是由低级到高级,

由落后到进步,一旦达到“太平”世,不仅拆除了自国与他国的障壁,而且连夷狄

都进化了,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也消除了,天下同归于一统,全都进入了“大同”。 

康有为把《公羊》的“三世”说和《礼运》的“大同”、“小康”相糅合,

演成了要进化,只有通过改革、革新才能实现,才能逐步进入“大同”之路。 

那么,《礼运注》中所描述的“大同”究竟是怎样的境界?所向往的“大同”

又是怎样的社会呢? 



《礼运注》自叙说: 

“吾中国二千年来,凡汉、唐、末、明,不别其治乱兴衰,总总皆小康之

世也。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,自荀卿、刘歆、朱子之说,所言不别其真伪

精粗美恶,总总皆小康之道也。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,皆三代之道,亦不

离乎小康故也。⋯⋯今者,中国已小康矣,而不求进化,泥守旧方,是失孔子

之意而大悖其道也,......甚非所以崇孔子、同大地也⋯⋯。” 

康有为此时所言的“三世”说和他在戊戌政变前出版的《春秋董氏学》是一致的,

《春秋董氏学》说： 

“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,托之《春秋》以明之。所传闻世为据乱,所闻世

托升平,所见世托太平。乱世者.义教未明也;升平者,渐有文教,小康也；

太平者,大同之世,远远大小如一,文教全备也”。 

康有为以《公羊》的“所传闻世”为“乱世”；以《公羊》的“所闻世”为,

“升平”,“升平”者, “小康也”；以《公羊》的“所见世”为“太平”,“太

平者,大同之世”。这是康有为以前书籍中没有提到过的。 

根据《春秋董氏学》所述,再参阅《礼运注》，可以看出,康有为以中国封建

社会为“小康”,即“升平世”,要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,才能渐入“大

同之域”。 

康有为推演“大同”为《礼运》作注,是想利用中国官僚、知识分子对孔子

和儒家学说的崇敬心理,用他主张的“大同”三世学说为他所领导的变法维新事

业服务。 

“大同”是人们几千年来向往的理想社会,也是封建社会在学术思想界占统

治地位的儒家梦寐以求的境界,怎样步入“大同”,那就要变法维新,改制更张。 

  《礼运注序》尽管倒填年月,但它毕竟是 戊戌变法前的撰著,《礼运注》所宣

示的“大同”三世说,也正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的 “大同”三世说,是以为“今

者中国已小康矣”,通过维新,就可以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“大同”境界。为了这

个崇高目标,他在不断上书光绪皇帝请求“定国是”的同时,积极制造舆论,作《新

学伪经考》,以诋击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;作《孔子改制考》,借用孔



的权威,“托古改制”。再注释《礼运》,使他的“"大同”、“小康”三世学说

有了理论依附。 

康有为的“大同”三世说,在戊戌变法前是为他的维新变法事业服务的,是有

进步意义的,《礼运注》是康有为推演“大同”的具体注释,他在《礼运注序》中

结合中国的情况,阐述“小康”和“大同”,改变以前的“三世说”,重新作了解

释。这样,不但可以进一步证明《礼运注》不是1884年所撰,而且可以从他的《序》

和注文中理解他对“大同”的追求,对“变法”的热望。 

康有为反对“泥守旧方而不知变,永因旧历而不更新”,描绘出一个“乱世”、

“升平”（小康）、“太平”（大同）的三世图景,说明“人道之进化”,必须通

过改制变法,始能达到“大同”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,正是他在戊戌政变

前所想望的渐入“大同之域”。他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,挂上孔圣人的招牌,

把“述而不作”改为“托古改制”,说“大同”学说是“孔子旧方”,只有经过他

的“窃用发明,公诸天下”。因此,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,冲击了封建的统治观

念。它的积极意义是把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争取的政治改革,和远大的政治理想

联结在一起,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服务,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蓝图。 

这个诱人的蓝图,给予泥古守旧以至退化论者当头棒喝。梁启超说：“先生

独发明‘春秋三世'之义,以为文明世界,在于他日,日进而日盛。盖中国有创意言进

化学者,以此为嚆矢焉。”康有为指出了中国的未来.是引导人们向前看的。他称

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为“升平世”(小康),希望由“小康”进入“大同”。

而要到达“大同之域”,就必须变法图强。他的斗争锋芒主要是针对封建顽固派,

而向往的则是资本主义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是有进步意义的。 

康有为想望“大同”,注释《礼运》,其重要意义,还在于他不但对孔子以前

的史实加以消极的否定,而且积极地提出进化论的见解。过去中国受儒家思想影

响较深的人,特别是受古文经学影响较深的人,认为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是至

治的盛世,《周礼》是周公“致治之迹”。从而产生了当今不及隋、唐；隋、唐

不及秦、汉;秦、汉不及三代;三代不及尧、舜的思想。以为世愈古而治愈甚,陷

入了退化论的泥潭。康有为却以《公羊》“三世”和《礼运》“大远司”、“小



康”相糅合,以为“乱世”可进至“升平”（小康）;“升平”可进至“太平”（大

同）。尧、舜时代的文明,只是孔子托以明义,悬一理想的目标。“今者,中国已

小康矣,而不求进化,泥守旧方,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”说明社会是前进的,

历史是进化的,不能“泥守旧方”,“不求进化”,不能大悖孔子之道。 

康有为的“三世”说,不再是孔子记载《春秋》时鲁国的“三世”了,不再是

那个一世不如一世的“三世”,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,社会是越变越进化的。 

康有为领导的变法活动,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件大事,他注《礼运》、谈“大

同”,是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,《礼运注》是他的一部重要著作。 

然而“百日维新”昙花一现,《礼运注》也未及刊行。政变以后,康有为流亡

海外,游历欧、美,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眼目

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;耳闻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

际见闻之间的矛盾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又有一定依恋性的矛盾等

等。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软弱性,康有为始终不可能找

到一条通往大同的道路。 

康有为游历欧、美后,曾引起思想上的一些变化,但这些变化,只是“大同三

世”说的变化,只是找不到通往大同道路的矛盾的变化,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

仍未稍变;“据乱”、“升平”、“太平”循序渐进、不能超跃、“实难躐等”

的根本理论也未稍变,这样,在当时国内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,他便落在时代的

后面,并逐渐沉沦堕落下去,从而将“大同”三世说改变。他的思想再也不如政变

前那样“先进”，所注释的《礼运注》也迟迟不能发表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,他

回到国内,主编《不忍》杂志,再将本来具有进步意义的《礼运注》加以修改,刊

登于《不忍》,并出版单行本。我们在论述康有为“大同”思想的同时,既要注视

其写作时的进步意义,又要注视它此后的修改和所以迟迟未曾发表的内在因素。 

 


